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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

——以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控为例

李洪河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省新乡市，453007）

摘  要：1949年 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的流行和蔓延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次

重大的突发事件，我国政府沉着冷静，从容应对，首先摸清情况、认清形势，其次正确评估、

科学论证，最后采取果断措施，建立了政治动员机制、组织决策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为后

来新中国成功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了借鉴，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和社会进步事业

打下了牢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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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突发事件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突然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故、事件。突发事件的突然性、不确定性和巨大的破坏性，

使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应对机制的建立显得异常重要。1949年 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以

下简称“察北专区”）鼠疫的流行和蔓延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次重大的突发性事

件，如何应对这一事件是对当时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和水平的一次严峻考验。

　　一、察北专区鼠疫的发生及其演进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传染的病死率极高、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烈性传染病。根据已有研究证

明，近现代以来华北地区鼠疫流行非常普遍，其中以1917年、1929年、1931年和1942年鼠

疫大流行造成的危害和伤亡最大。新中国建立不久，察北专区即出现了大规模鼠疫暴发、流

行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与演进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潜伏生成期

　　察北专区的鼠疫于 1949年 7月中旬即已发生，最初发生在草地前音口村，有3人患腺

鼠疫死亡。因当地牧民缺乏卫生常识，并未注意，遂传至察北专区康保境内察汉崩崩村。

［1］ 1949年 10月初，腺鼠疫转为肺鼠疫，染病者快则 1天、慢则 3～5天就会死亡。随着

鼠疫的流行，死亡的人数逐步增多，有时 1天就死亡 6人，至 10月 19日察汉崩崩村共死

亡36人。［2］

 2.爆发演进期

　　察汉崩崩村鼠疫发生后，居民恐慌，四散逃亡，遂向各地传染。10月 20日前后，沈万

清营子死 6人，北沙城子死7人，李占地村死3人，南景沟死1人。［1］ 宝源、多伦亦有

疫情发生，不久便传遍宝源县境内，继而向张北等地扩散。10月 25日，鼠疫再由张北传至

张垣附近;11月初，传至绥远省的集宁。仅半个多月，鼠疫从察北专区察哈尔盟前音口村发

现后，蔓延至察汉崩崩村、康保直至张家口东南的姬家房村附近，波及 10 个村子，蔓延

300余里，发现鼠疫患者69人，死亡 66人，［3］ 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威胁。

 3.解决消失期

　　自 1949年 11月 5日起，疫区未再继续发现鼠疫患者。11月 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举行第五次政务会议，董必武作了关于防疫工作的报告，证实疫区一周来的疫情已经停

止蔓延。［4］ 11月 15日，中央防疫委员会经过对疫情的缜密研究，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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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批准，决定自 11月 16日起开放京绥路大同、南口段铁路交通，并“撤除察南的部分封

锁线”。此后，察绥和各地间物资交流均告畅通。“由于察盟察北、及张市乡区姬家房子村鼠

疫已停止蔓延”，决定张家口市于 11月 16日恢复正常，学生上课，影戏院开演，露天市

场开市。［3］ 12月初以后，察北专区鼠疫彻底绝迹，封锁解除，鼠疫防控工作胜利结束。

　　二、察北专区鼠疫应对机制及其运行

　　1949年 10月察北专区鼠疫的发生，是对党和政府的一次严峻考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

如何以科学研究、果断决策为依托，以突发事件的宣传与教育、民众的广泛参与为保障，以

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为目标，提高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效率与效果，构建一个完备的突发

事件应对机制。

　　（一）政治动员机制

　　所谓政治动员，简单讲就是执政党或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

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运动。［5］ 1949年察北专区的鼠疫防控正是基于当时中国

政府成功的政治动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二是广大

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广泛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和捕鼠运动。

　　防疫工作是群众工作，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自觉性 。

1949年 10月 25日，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苏在张北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决议。张苏首

先说明了鼠疫的严重性，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当作战斗任务，把鼠疫就地歼

灭!”并强调为了根绝疫菌，疫区与非疫区均应展开清洁卫生运动，广泛地消灭疫菌媒

介———老鼠、跳蚤。［6］ 几天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出通知，指出鼠疫是危害很大、传染

很快的一种疫病。京、津和张家口之间有铁路交通，每日来往军民甚为频繁，极有可能将此

种疫病传入河北及京、津两地，因此，京、津各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作有效的准

备，以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7］10月 29日，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联合发布命令，

要求“疫区军民应即以扑灭鼠疫为当前首要任务”，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军区应督促所属

单位布置灭疫防疫工作。［8］ 10月 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内蒙察北鼠疫侵

袭的警报，已引起了各地普遍的注意，积极防止和扑灭鼠疫的斗争已经展开了，这应该成

为华北人民当前的一项战斗任务”。［9］

　　为了响应政府防治鼠疫的号召，华北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北京陆军总医院除召开军人大

会、设立防疫委员会、订出防疫计划外，还在全院举行了大扫除和疫苗注射。北大医学院全体

同学热烈讨论了政府扑灭鼠疫的号召，一致认为这不但是大家的本职，也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试金石。各系级和医院的教职联合会都贴出大字报，热烈响应政府号召，准备

随时出动，执行预防和扑灭鼠疫的工作。［10］ 10月 28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指定天坛防

疫处赶制鼠疫菌苗，天坛防疫处职工一致表示要尽一切力量来完成任务。他们说:“华北已

经没有武装的敌人，可是有了鼠疫，这敌人也是一样的凶恶，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的

把它消灭在长城以北!”全处职工情绪高涨，各工会小组及生产单位都开了会，研究了行政

的生产计划，定出了小组的及个人的计划，互相提出保证，展开了劳动竞赛。［11］ 为彻

底消灭鼠疫，张家口和北京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捕鼠运动。张家口市的捕鼠灭蚤工作是在苏

联动物专家卡姆聂夫的指导下进行的，由华北医科大学、张家口中学等 122名学生组成的捕

鼠队分为10个组，于 11月 9日、10日挨户检查与堵塞鼠洞，并宣传捕鼠灭蚤的重要性。据

统计，捕鼠队两天时间内共检查了2897座房子，查出4033个鼠洞。12日起开始捕鼠。疫村

姬家房子用粘蚤纸（把豆油、麻油、松香的混合溶液涂在纸上）捉跳蚤，效果很好。［1］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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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防疫委员会为预防鼠疫发动了捕鼠运动，第一期捕鼠运动于 11月中旬开始，11月 24

日结束，在14天内全市共捕鼠42231只。在这次运动中，市民除积极协助外，更发挥了创

造力，发明了新的捕鼠器具，如市民张善瑞发明的“木猫”，3天便捕鼠20多只。 ［12］ 

12月初，北京市又发动了第二期捕鼠运动，成果显著。

　　（二）组织决策机制

　　组织决策机制是突发事件应对体系的核心，主要任务是在事件发生后迅速作出反应，

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果断决策，尽快制止事件的蔓延与发展。1949年

10月察北专区鼠疫发生后，建立的组织决策机制大体沿袭了以下路径:

　　1.成立鼠疫防控决策领导机构

　　察北专区鼠疫发生后，中共察北专区地委迅速作出反应。10月 21日，察北专区地委发

出紧急决定，要求全党全军、全体干部要高度地对人民生命负责，发扬沉着顽强的精神，动

员群众战胜这个灾难。随即成立了察北专区防疫指挥部，各县、区、村也建立了防疫组织，全

权指挥察北专区的防疫工作。［13］ 10月 24日，察哈尔省党、政、军各有关部门紧急集会，

商讨防疫措施。会上一致认为鼠疫是察哈尔省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防疫、灭疫是紧急的

战斗任务，成立了察哈尔省防疫灭疫委员会，同时决定察北专区及其所属各县都应成立指

挥部，以便统一领导。［14］ 同日，中共察北专区地委召集了直属机关及张北县机关的干

部大会，说明鼠疫的严重性，动员大家参加扑灭鼠疫的战斗。察哈尔省军区所属骑兵师、县

大队和民兵也进入指定地区实行封锁。［14］

　　中共中央对察北专区的鼠疫也极为关注。10月 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紧急防

疫会议，制定了各项紧急措置。会议除决定实施紧急防疫办法外，还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

由董必武、聂荣臻、滕代远、陆定一、李德全、贺诚、杨奇清组成，由董必武负责。防疫会议结束

后，该委员会随即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建

立经常办公制度等。［15］ 10月 28日，中央防疫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除广泛开展卫生

防疫宣传外，立即组织防疫大队到疫区开展防治工作。［16］ 北京及各地党政机关、群众组

织也广泛动员了起来。北京市人民政府于 10月 28日召开临时政务会议，讨论防疫的步骤和

办法，张友渔报告了察北专区鼠疫发生与蔓延的情形以及政府防疫的措施，决定成立北京

市防疫委员会，以聂荣臻市长为主任，并聘请各界有关人士为防疫委员会的常委或委员，

负责北京市的诸项防疫事宜。［17］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防疫机构的建立，对察北专区鼠疫

的成功防控具有决定性意义。

 2.建立卫生防疫队，支援并指导疫区具体防疫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10月 26日接到察北专区鼠疫报告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立即组织防疫大队奔赴疫区开展鼠疫防治工作。中央军委卫生部、东北防疫队、内蒙防疫队、

华北防疫队、华北卫生学校、华北人民医院等单位组成了727人的防疫总队迅速赶赴疫区。中

央防疫总队分为三个防疫大队，到达张垣后，第一大队、第二大队深入疫区工作，第三大队

主要在张垣市内及郊区姬家房子村等地展开工作，并有一部分防疫队员到集宁、大同一带工

作。［18］ 中央军委华北防疫处、察哈尔省军区卫生部联合组成了20个人的防疫队，携电

台、疫苗赶赴张北后，10月 27日从疫区出发，并以张北城为中心，在通康保一线做南北巡

查。［6］ 内蒙古自治政府卫生部防疫队 37人分为化验组、捕鼠组、消毒组及治疗组，于 10

月 29日前往察北专区疫病发源区，进行深入检查工作。［19］ 中央及各地防疫队在疫区积

极从事防治鼠疫和一般传染病的宣传教育，收效甚大。

　　3.实施预防注射，科学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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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期鼠疫流行造成的死亡率很高，在当时鼠疫很难迅速治愈的情况下，预防注射

是比较好的方法。1949年 10月 26日，为援助察哈尔省人民，东北与华北防疫队 77人到达

张家口市，携带了可供5万人注射用的疫苗。［7］ 10月 31日，中央防疫总队第二大队一

行150人，携带苏联制造的可供23万余人注射用的鼠疫疫苗和盘尼西林等药品抵达张家口

市，对察哈尔省和内蒙古地区进行菌苗注射、消毒、捕鼠灭蚤等工作。［20］ 从 11月 7日起，

中央防疫总队及张家口市医务工作者共 136人组成了23个注射小组，分头在张家口市区进

行注射。至 11月 8日晚统计，共注射 93800余人。［21］ 至 11月 10日止，在中央及地方防

疫人员积极努力下，张家口市 16万余人口中，除部分不适于注射者外，有 13万余人完成

了鼠疫疫苗注射。至此，张家口市全部人口的注射工作宣告结束。［1］ 疫区预防注射工作

的完成，对提高疫区群众的免疫率、遏制鼠疫的再次发生和流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实行疫区封锁，国内交通管制

　　察北专区鼠疫发生后，1949年 10月 24日，察哈尔省党、政、军各有关部门紧急召开会

议，决定迅速“建立东起多伦西至化德（沿内蒙与察北专区交界线）与沿外长城的两道防

线，两防线之间的地区为绝缘带严禁通行，必要进出的人，要经过审查领取特别通行证”;

“张家口与察北各地来往的汽车、大车、牛羊立即停止与禁行”;“包围、封锁疫区、疫村、疫

户，周围村庄施行注射”;“发动绝缘带的群众，实行村与村、户与户的联防和检举，保证

不与外来人接触，不留宿”等。［14］ 北京市卫生局自得到察北专区及张家口附近发生鼠

疫的情报后，立即实施紧急措置:自 10月 27日起，凡外来长途汽车以及由张北一带来京旅

客，必须在永定门、朝阳门、西直门经过检疫后方准入城;同时在这三个门设立检疫站，昼夜

实施检疫，如发现疑似患者则立即强制送往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17］ 京津铁路局为预

防鼠疫蔓延，决定自 10 月 27日起将京绥线北京—包头 421/422 次列车，北京—张家口

423/424、425/426次列车停运。［22］ 鼠疫蔓延到集宁后，中央防疫委员会又作了紧急布

置，封锁了大同至丰镇间的交通，［23］ 同时在察北专区设立了三道防疫线，暂时停止人

口流动，以阻止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24］ 对于如鼠疫这样的突发性的急性传染病，快

速有效的疫区封锁和交通管制是防止其迅速扩散和蔓延流行的关键。

　　（三）信息沟通机制

　　察北专区鼠疫防控过程中，除自下而上的报告和自上而下的命令等基本的突发事件信

息传递要素外，对内还进行了广泛的卫生防疫宣传，破除迷信;对外加强了与苏联等国际社

会的沟通与协作，请求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察北专区鼠疫发生后，中共察北专区地委立即组

织各级防疫指挥机关人员带领大批干部深入村户，进行了广泛的防疫知识宣传，组织、检查

并督导当地防疫工作。11月 1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出《关于防治鼠疫的宣传工作指示》，

要求各地防疫委员会宣传部门与防治部门应密切结合，在进行防治工作的同时，要根据当

地具体情况，通过各种可能运用的宣传形式，如报纸、广播台、电影、出版等进行防治鼠疫的

宣传动员工作，宣传内容包括鼠疫的特征及其危险性、防疫的功效及其重要性和必要性、防

疫的知识和办法、防治鼠疫的经验介绍、疫情及防治工作情况等，使社会各阶层人民认识鼠

疫的危险性，提高警惕性，实施各种防治鼠疫措施。 ［19］ 中央防疫委员会宣传处为进一

步宣传防治鼠疫，从10月 31日至 11月 5日，通过新华广播电台每天在 19点到 19点 30分

播送关于防治鼠疫的特别节目，介绍防治鼠疫的知识、经验、方法和消息。张家口、承德、归绥、

太原、天津、保定、唐山等地人民广播电台也进行了联播。［25］ 华北影片经理公司为响应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中共中央华北局紧急预防鼠疫的号召，特自 10月 29日起在北京市各

电影院每场加映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之教育短片《怎样预防鼠疫》，以充实市民防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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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1月 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从捕鼠、防鼠、灭蚤、防蚤，预防注射，检疫和消

毒以及封锁、隔离和治疗等几个方面，介绍了东北防治鼠疫的几点经验，以应广大民众防疫

之急需。［27］

　　毛泽东对察北专区鼠疫的流行十分关心，10月 28日向斯大林及苏联政府通报了察北

专区的严重疫情，并电请斯大林及苏联政府同意，派遣防疫队来华协助防治鼠疫。［28］ 

斯大林表示同意。苏联医学专家罗果金博士等 4人和苏联防疫队 32人于 11月 4日夜和5日

晨先后赶到北京，5日晚到达张家口市进行防治工作。罗果金博士及苏联防疫队总代表麦依

斯基还亲赴察汉崩崩村、龙王庙等疫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鼠疫专家拉克森博士在张家口人

民电台播讲了“新中国鼠疫即将扑灭”，麦依斯基播讲了“如何预防鼠疫”等，这些对于

普及科学的防疫办法、彻底制止鼠疫的蔓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9］

　　三、察北专区鼠疫应对机制的历史评估

　　1949年 10月察北专区的鼠疫流行，尽管没有像建国前的疫病流行那样动辄造成数万

人的人员伤亡，但由于这次事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是新中国面临的第一次突发性事

件，因此对于党和政府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察北专区鼠疫发生

之际，党和政府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冷静，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首先，摸清情况，认清形势。察哈尔省党、政、军各有关部门于 10月 21日、24日、25日

多次召开有关会议，讨论事件的应对及其防治措施;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也于 10月 27日、28

日与事发地点及时联络、多次召开会议，并广泛听取了卫生部、察北专区卫生部门关于疫情

的汇报，分析研究了疫情的发展趋势，迅速掌握了事件的基本情况。［24］（pp.686～

687）

　　其次，正确评估，科学论证。中共中央、政务院和察哈尔省党、政领导等在认真听取卫生、

交通、宣传等各方面的意见后，仔细分析了事件的性质，对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了评估，

并迅速成立了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北京市市长聂荣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中央宣传部部

长陆定一、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副部长贺诚、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等参加的防疫委员会，统

一组织领导防疫工作，为其后防疫工作的一系列组织决策打下厚实基础。

　　第三，充分运用政治智慧，采取果断措施。由于事件发生突然、关系重大，因此必须迅

速作出科学的决策，如严密封锁交通，防止鼠疫蔓延;抽调医疗、防疫人员与药品加强疫区

的防治力量;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动员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电影，并组织各种宣传队，

广泛展开宣传;同时组织防疫领导机构，建立经常办公制度以及广泛发动群众清洁卫生、捕

鼠灭蚤等等，［15］ 这些措施以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利益为本，以社会稳定和国家建设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夺取鼠疫防控斗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察北专区鼠疫流行及其成功防控也为后来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参考。1949年 10月察北

专区鼠疫防控过程中的卫生防疫宣传、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鼠疫预防注射、提高免疫

率，尤其是察北专区防疫过程中所实施的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交通封锁与隔离等成功经验，

此后被卫生部及各地卫生防疫部门广泛采用。1950年 2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军委卫生

部要求春季有可能流行鼠疫的东南各省“在发生疫病地区，主要尤应执行就地隔离病人，

封锁疫村”等等。［30］ 1950年 11月 25日，北京市率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

法》，规定:“发现鼠疫、霍乱、天花、流行性脑炎患者时，应及时送入传染病医院或公共卫生

局洽定或指定之公私立医院收容治疗并强制实施隔离之措置”等等。［31］ 防疫实践中，

察北专区对疫区的处理办法是一个成功的范本。1955年，内蒙古在45处鼠疫疫区的处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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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参照察北专区对疫区处理的程序进行，迅速扑灭了疫情。［32］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

国建立后直至今天，不仅在卫生防疫领域，而且在国际、国内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方

面，党和政府都能从容面对和处理各式各样的突发事件和急迫问题，与在建国初期积累的

突发事件应对经验不无关系。尤其是 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党和政府果断实行政治总

动员和综合防治措施等遏制了疫情蔓延，与建国初期察北专区的鼠疫防控也有诸多相似之

处。

　　察北专区鼠疫的爆发和流行，也暴露出当时一般民众公共安全意识的淡薄。察北专区鼠

疫早在1949年 7月中旬即已发生，但因当地牧民缺乏卫生常识，未予重视和注意。民众中

的愚昧与迷信思想十分严重。察北专区一些村子鼠疫流行后死人很多，不少村民害怕焚烧尸

体，因此隐瞒不报或偷偷埋掉，给灭疫工作增加了很大困难。［6］ 疫区一些地方还流行着

“瘟神下界”等迷信说法和求香拜佛、跳神驱鬼等迷信的做法。［21］ 针对以上情况，中共

中央、政务院和察哈尔省、北京市等地方政府为加强宣传教育，组织卫生防疫宣传员深入到

各居民户进行宣传工作，加快了察北专区鼠疫的防控进度。

　　总体来说，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流行作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发生的一次突发性事件，党

和政府在事件的处理上是有成效的，围绕鼠疫防控而建立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也比较合理

其成功经验为后来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和社会进步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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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Response to Emergencies in the Early Days of Our Country’s Founding
——Taking the plague control and treatment in Chabei in 1949 as an example

Li Hong-he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 School,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China)

Abstract：In 1949, the plague control and treatment in Chabei was the typical 
case of the early days of our country’s founding to response to the suddenly 

event.The mechanism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rganiz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formed during the emergency,not only provided the 

experience and example to successfully handle the similar event for New China 

afterwards, but also built the reliable foundation for New China's hygienic 

guard enterprise and society progress enterprise afterwards.

- 7 -



                                          http://www.sinoss.com

Keywords: the Early Days of Our Country’s Founding; The Mechanism of Response 
to Emergencies; Chabei ; the Plague.

作者简介：李洪河，副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

- 8 -


